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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驱动的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

多维挑战与系统性路径研究

胡昌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
摘要：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共识的当下，高耗能产业的绿色转型已成为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这

一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一场涉及经济结构、能源体系、乃至全球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重要的碳排放国，中国的转型实践具有世界意义。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在新质生产力理念指导下，中国高耗能产

业实现绿色转型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与系统性路径。研究发现，这一转型过程面临着技术、经济、资源、制度等多维约束，

需要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高碳锁定”效应。新质生产力以其对科技创新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强调，为转型提供了核心动力，

其赋能路径体现在技术、系统和模式三个层面的系统性重构。最终，一个整合了创新驱动、制度保障、市场激励与全球协

作的支撑体系，对于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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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transformation of high energy consuming 
industries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and systematic pat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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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consensu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high energy consuming industries has become a key link for countri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a profound change involv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energy system, and even the mode of global governance. A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an important carbon emitter, China’s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has world signific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eply analyze the complex challenges and systematic paths faced by China’s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y to achieve green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s faced with multi-dimensional constraints such as technology, 

economy, resources and system, and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high carbon locking” effect of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With its emphasi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vides the core power for transformation, and its enabling path is reflect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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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ystem and mode. Finally, a support system that integrates innovation driven, 

institutional security, market incentives and global collaboration is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y; Green transformation; Systematic 

path;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1  前言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处在一个关键十字路

口。科学界与政策制定者已形成共识，即必须将

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巴黎协定》设定的目

标范围内，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

性后果。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并非坦途。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3 年排放差距报告》明确

指出，即便各国完全履行其在《巴黎协定》下的

现有承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轨迹仍将导致本世

纪末升温 2.5° C 至 2.9° C，远超 1.5° C 的安全

阈值［1］。报告警示，各国必须采取前所未有的紧

迫行动，加速进行“全经济范围的低碳发展转型”。

其中，工业部门，特别是钢铁、水泥、化工等高

耗能产业，因其在碳排放中的巨大占比，成为减

排攻坚战的“硬骨头”。

在这一全球紧迫性背景下，中国提出的“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心与担当。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将这一目标提升

至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高度，并确立了“全国统筹、

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

基本原则［2］。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绿色转型不

是被动的环保负担，而是主动选择的高质量发展

路径，是重塑国家未来竞争力的战略机遇。

钢铁行业作为高耗能产业的典型代表，其转

型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钢铁是现代工业和

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另

一方面，它也是工业领域最大的单一二氧化碳排

放源，其年排放量甚至超过全球所有公路货运的

总和［3］。这种双重属性使得钢铁行业的转型成为

观察整个高耗能产业乃至国家“双碳”进程的绝

佳窗口。国际能源署在其《钢铁技术路线图》中

直言，钢铁行业能否成功走向低碳乃至零碳，是

全球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测试”。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破解高耗

能产业转型的深层矛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

战略指引。它强调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发生质

的跃迁，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的深

度转型升级，形成以高技术、高效率、高质量为

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4］。这要求高耗能产业的

绿色转型，必须超越简单的设备更新或末端治理，

转向以颠覆性技术为牵引、以系统性变革为框架、

以价值模式重塑为目标的根本性革命。

2  转型的多维挑战：超越单纯的技术障碍

高耗能产业的绿色转型，远非仅是采用几项

绿色技术那么简单，而是嵌入在一系列复杂且相

互交织的约束条件之中。

2.1  挑战是“高碳锁定”的资产与结构

困境

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投资建设了大量基

于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工业资产。这些资

产（如高炉、水泥窑、化工反应装置）设计寿命

往往长达数十年。国际能源署的分析指出，全球

钢铁行业的存量高炉平均年龄仅约 13 年，远未达

到其物理寿命终点。若让其按既有模式运行至退

役，其累计排放将“耗尽该行业可持续转型所需

的大部分二氧化碳预算”。这种因巨额沉没成本、

现有供应链和技术路径依赖而形成的“锁定效应”，

是任何颠覆性技术替代都必须首先跨越的巨大经

济与社会门槛。Acemoglu 等（2012）在关于定向

技术变革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市场本身缺乏足

够的激励去研发“绿色”替代技术，尤其是在高

碳技术已形成强大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的情况下，

这从理论上解释了“锁定”的顽固性［5］。

2.2  转型面临深刻的资源与能源系统约束

一方面，循环经济虽是方向，但存在物理极

限。以钢铁为例，尽管全球废钢回收率已非常高，

但由于社会钢铁存量增速和当前总产量远超历史

水平，废钢供应无法完全替代铁矿石作为原料［3］。

这意味着，以煤炭为能源和还原剂的初级钢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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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存在。另一方面，

转型本身可能加剧对某些战略资源的需求。世界

银行报告揭示，向清洁能源的全面转型将是“高

度矿产密集型的”［6］。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

网基础设施等需要大量铜、锂、钴、镍、稀土等

矿产，其需求量可能达到当前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这不仅带来了新的矿产安全和供应链风险，也可

能在短期内推高相关金属的冶炼能耗与排放，形

成“绿色悖论”的初期阵痛。Valero 等（2018）从

“矿产经济学”角度量化评估了能源转型对关键金

属的需求激增及其潜在的环境影响，为理解这一

约束提供了严谨的分析框架［7］。

2.3  转型的经济成本与竞争力风险不容

忽视

开发和应用氢冶金、碳捕集与封存、先进电

炉等突破性技术，需要前所未有的巨额投资。同时，

使用绿氢、绿电作为能源或原料，其成本在当前

阶段远高于化石能源，这将直接削弱相关产业在

全球市场上的成本竞争力。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

工具和国际协调，可能会导致“碳泄漏”——即

高碳生产活动转移到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从而

无益于全球减排。这是《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中强调“防范风险”原则的现实考量［8］。Aldy 和

Pizer（2016）对主要经济体碳定价政策的竞争效应

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表明，缺乏协调的、差异

化的气候政策确实会对能源密集型贸易暴露型产

业的区位决策产生显著影响［9］。

2.4  制度与治理体系协同不足构成深层

掣肘

一个成功的转型需要科技、产业、能源、金融、

贸易、标准等多领域政策的协同发力。目前，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电力交易市场、绿色金融

标准、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等仍处于发展和衔接

的初期阶段，尚未形成强大、统一、透明的价格

信号和激励机制。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机

制也有待加强，以应对转型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

区域经济冲击等社会公平议题。Meadowcroft（2011）

关于“转型管理”的理论研究强调，向可持续发

展轨道的过渡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技术系统变革，

其成功高度依赖于长期、一致、包容的治理框架，

以协调多元行动者和引导投资方向［10］。

3  新质生产力的赋能：系统性重构的三维

路径

新质生产力理念的先进性，在于它强调通过系

统性创新而非单一突破来驱动转型。其对高耗能产

业的赋能，可以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理解。

3.1  第一维度——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

生产流程革命

这是新质生产力最直接的体现。它要求跳出

传统的能效提升框架，转向对基础化学反应过程和

能源利用原理的根本性重塑。国际能源署的路线图

将氢基直接还原铁和配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

创新工艺列为钢铁行业深度脱碳的两大技术支柱。

这些技术尚处商业化前夕，其大规模应用将彻底

改变行业面貌。同样，在化工领域，电化学合成、

生物制造等变革性路径也在探索中。这些技术代

表了“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是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的竞争焦点。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正是这种引领

未来的创新能力，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基础研究投

入，勇于攻克“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等前沿难题。

Grubler 等（2018）在对深度脱碳技术组合的研究

中指出，实现巴黎气候目标需要一场“规模空前

且速度极快的能源技术创新浪潮”，其中工业过程

的电气化、氢能和碳管理技术被置于中心地位［11］。

3.2  第二维度——以系统效率为导向的能

源与物质代谢重构

新质生产力超越了单一工厂的边界，追求整

个产业生态系统效率的最大化。在能源侧，它推

动高耗能企业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转变为“源网

荷储”一体化的主动参与者。通过厂房屋顶光伏、

配套储能、智慧能源管理系统以及与电网的智能

互动，企业可以在消纳更多绿电的同时，为电网

提供灵活性服务。在物质流侧，它倡导基于工业

互联网平台的循环共生网络。通过大数据和智能

匹配，一个企业的副产物（余热、副产气、废渣）

可以成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料或能源，实现跨产业的

资源高效循环。这种系统级优化，能释放出比单

个技术改进更大的减排潜力和经济效益。Chertow

（2000）提出的“产业共生”理论为此提供了经典

范式，揭示了企业间通过物质和能量交换实现集

体收益的潜力，而数字技术正极大扩展了这种共

生的范围和效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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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三维度——以价值跃迁为目标的产

业模式与服务化转型

这是新质生产力在价值链高端的深刻体现，

即推动产业从提供标准化大宗产品，转向提供高性

能、定制化、全生命周期的“材料解决方案”和“服

务”。这首先意味着强化“材料效率”战略。国际

能源署指出，通过优化设计、提升制造精度、延长

产品使用寿命、促进共享使用等，可以在满足同

等社会需求下，显著减少初级材料消耗。研究表

明，全面的材料效率措施可使全球 2050 年钢材需

求降低约五分之一，贡献高达 40% 的累计减排潜

力。更进一步，它要求企业向服务化延伸，例如

提供基于物联网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再制造

与回收服务，将价值创造的焦点从开采和冶炼环

节，转向研发、设计、服务和循环利用环节。这

不仅能够降低全社会的物质消耗和碳排放，也是

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Tukker

（2015）关于“产品 - 服务系统”的研究表明，从

销售产品转向销售“功能”或“结果”，能够从根

本上改变生产者的激励机制，促使其在设计阶段

就追求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从而实现经济和

环境效益的双赢［13］。

4  构建支撑转型的系统性政策与行动框架

赋能路径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强大、协同、

可持续的支撑体系。这一体系应围绕以下四大支

柱进行构建。

4.1  第一支柱——强化科技创新驱动的国

家战略力量

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针对氢能冶金、

低成本大规模碳捕集、关键矿产高效利用等“卡

脖子”技术，设立长期、稳定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同时，应选择可再生能源富集、产业基础良好的

区域，布局建设数个集成创新的“近零碳工业示

范区”，为颠覆性技术的工程化验证和商业化初期

应用提供真实场景和政策沙盒。要构建从基础研

究、技术开发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创新支持体系，

特别是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速

技术迭代与扩散。

4.2  第二支柱——完善激励相容的制度与

政策体系

制度设计的目标是提供稳定、清晰、长期的

预期，引导资源向绿色方向配置。核心是深化和

协同市场机制 ：稳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

围并逐步提高有偿分配比例，以形成真实反映环

境成本的碳价格 ；加快推动碳市场、绿电 / 绿证市

场、用能权交易市场的机制衔接与数据互认，确

保企业绿色投入能够获得市场回报。同时，要加

快建立健全覆盖主要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

算标准、认证和标识制度，通过信息公开引导绿

色消费和绿色采购，创造市场拉动力。政府自身

应率先垂范，在公共投资和政府采购中设定明确

的绿色产品比例要求。

4.3  第三支柱——激活多层次的市场与金

融动力

转型需要海量资金，必须创新金融工具以引

导社会资本。应大力发展转型金融，明确符合转

型要求的活动目录（如低碳技术改造），并发展可

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贷款等产品。设立国家

级的产业绿色转型引导基金，以股权投资等方式

支持战略性项目的初期风险。此外，在重点产业

集群，可探索建立区域性的能源、水权、排污权

及再生资源交易平台，运用市场化手段优化要素

配置效率。

4.4  第四支柱——拓展高水平的国际协同

与治理合作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产业转型也必须在

开放合作中推进。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引

领国际绿色标准、规则的制定，推动国内优势产

业标准国际化，提升在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应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等平台，系统性推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

节能增效等领域的先进技术、装备与解决方案“走

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发展，同时构建

互利共赢的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不仅能贡

献全球减排，也为中国产业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5  结论与展望

高耗能产业的绿色转型，是一场艰巨而宏大

的系统工程。它绝非简单的技术替代，而是涉及

生产力质的跃迁、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以及全球

竞争格局的重塑。研究表明，转型过程深陷于“高

碳锁定”、资源约束、成本竞争和制度协同不足等

多重挑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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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理念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这场

转型提供了核心的理论指引和战略框架。它揭示

出，真正的转型动力来源于技术、系统、模式三

个层面的系统性重构与协同进化 ：以颠覆性技术

突破生产边界，以系统思维优化能源与物质代谢，

以价值跃迁重塑产业形态。这是一条从“制造”到

“智造”再到“创造”的升级之路。

然而，蓝图变为现实，离不开坚实的支撑。

一个整合了创新驱动、制度保障、市场激活与全球

协作的四位一体行动框架，是确保转型平稳、高效、

公正推进的关键。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非

凡的战略定力和系统思维，在推动技术创新与市

场建设的同时，妥善处理转型带来的社会经济影

响，确保公平正义。

展望未来，坚定不移地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

耗能产业绿色转型，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建

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在第四次工业

革命和全球绿色浪潮中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奠

定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条道路充满挑战，

但唯有勇毅前行，方能开创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发展与减排协同共进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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